
第 ４４ 卷第 １９ 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９
Ｏｃｔ．，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２２０１５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３０；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２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ｈａｏｍｈ＠ ｂｊｆ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４０１３００２７８

岳庆敏，何怀江，张春雨，赵秀海，郝珉辉．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对采伐干扰的响应．生态学报，２０２４，４４（１９）：８６１７⁃８６２６．
Ｙｕｅ Ｑ Ｍ， Ｈｅ Ｈ Ｊ， Ｚｈａｎｇ Ｃ Ｙ， Ｚｈａｏ Ｘ Ｈ， Ｈａｏ Ｍ Ｈ．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４（１９）：８６１７⁃８６２６．

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对采伐
干扰的响应

岳庆敏１，２，何怀江３，张春雨１，赵秀海１，郝珉辉１，∗

１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经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２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３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３

摘要：阔叶红松林是东北森林的典型代表，由于受到历史采伐干扰的影响，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退化，威胁东北地区生态安

全。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基础，阐明采伐前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对于评估采伐干扰的影响、理解森林

恢复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森林生态修复与重建提供理论支持。 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两个重要维度，

然而传统的研究仍停留在物种数量层面，难以全面反映采伐干扰的影响。 以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采伐样地为对象，依托连续四

次的样地清查数据，同时结合植物的系统发育和功能性状信息，探讨了不同强度采伐干扰对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具体采伐设置包括：未采伐（对照），采伐 １５％胸高断面积（轻度采伐），采伐 ３０％胸高断面积（中度采伐）以及采伐 ５０％胸高断

面积（重度采伐）。 结果显示：①中、高强度的采伐干扰显著降低了森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且高强度干扰条件下森林

多样性的恢复要更加困难；②采伐还影响着群落功能性状组成，随着采伐强度的增加，群落木质密度加权平均值上升而最大树

高下降；③相较于采伐强度和采伐木断面积，保留木断面积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更加紧密，表明采伐后森林所达到的密度状态

是影响生物多样性恢复的关键，当保留木断面积在 １８ｍ２ ／ ｈｍ２附近时，其与谱系多样性的关系出现显著拐点，应在阔叶红松林经

营管理过程中受到更多重视。 综上所述，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为评价采伐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

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阔叶红松林生态修复与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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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阔叶红松林是亚欧大陆北温带地区物种最丰富、生物量最高、生态功能最为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是
自第三纪中新世以来演化形成的最能适应东北地区气候环境条件的地带性顶极植被［１］。 东北阔叶红松林也

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唯一的森林带，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国家木材资源、推动东北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 然而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由于频繁的森林采伐干扰，加之

经营理念滞后，导致天然阔叶红松林大面积萎缩，超过 ７０％的原始林成为生态系统功能高度退化的次生阔叶

林或次生针阔混交林，严重威胁东北地区的生态安全与稳定［２—３］。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形成和维持的重要物质基础。 基于全球尺度的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功能呈显著的正关系，混交林比纯林平均高产 ２４％［４］；物种丰富度每下降 １０％，森林生产力会随之下降

２％—３％［５］。 因此，探讨采伐前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采伐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

响，为次生林生态修复与重建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目前，国内外针对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开展

大量研究工作，揭示了采伐前后物种丰富度、物种均匀度等数量指标随采伐强度或恢复时间的变化规律［６—８］。
然而，生物多样性并非只包括物种多样性一个层次，而是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景观

多样性等多个层次的集合，其中物种层次的多样性也并非只包括物种的数量差异，同时还包括了物种间系统

发育关系的远近（谱系多样性），以及物种所具有的功能性状的大小、范围和空间分布（功能多样性） ［９—１２］。
长期以来，关于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通常只关注群落内物种数量的变化，而不考虑其在系

统发育以及功能性状方面的差异，因此难以全面反映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１３—１４］。 例如，有研究表明

尽管采伐干扰并未引起森林物种数量的显著变化，但却造成了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显著下降，表明即

使采伐后物种多样性能够维持稳定，也难以避免生态系统功能衰退的风险［１５—１６］。 因此，从功能性状和系统发

育维度上探讨采伐干扰对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一方面为全面评价采伐后果提供了有效途径和全新视角；另一

方面有助于促进对干扰状态下森林退化机制的理解。
此外，有研究表明采伐干扰的程度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适度的采伐干扰往往并不会引起物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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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下降，反而有助于缓解种内、种间竞争，提高生态系统功能［１７—２０］；而高强度的采伐不仅会导致物种数量

的显著下降，同时还会对树木生长和森林生产力产生不良影响［２１］。 在量化采伐干扰的程度时，往往采用采伐

木断面积或采伐强度（即采伐木断面积与林分总断面积的比例）表示干扰程度。 例如，Ｍａｈａｙａｎｉ 等［１９］ 研究发

现，在婆罗洲热带雨林，当采伐木断面积为 ４ｍ２ ／ ｈｍ２时，物种多样性的恢复效果最佳；而对于东北阔叶红松林，
当采伐强度为 １５％—３０％时，往往能够在维持物种多样性的同时，有效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２０—２１］。 然而，
由于森林的林分密度和群落结构等初始条件常常存在较高的异质性，通过采伐木断面积或采伐强度获得的信

息可能会受到限制。 最近的两项研究表明，采伐后森林所达到的状态，即保留木断面积，才是影响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关键［２２—２３］。 总体而言，采伐强度、采伐木断面积以及保留木断面积是反映森林采伐干

扰程度的三个重要指标，已有的研究往往更加关注采伐强度和采伐木断面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而忽略了

保留木断面积与生物多样性，尤其是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间的重要联系。 在东北阔叶红松林中，由于缺

少长期定位监测数据，采伐木断面积、保留木断面积以及采伐强度分别如何影响森林的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

样性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基于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采伐样地，利用样地长期定位监测数据（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探究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对采伐干扰的响应。 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两个关键问题：（１）揭示不同强度采伐

干扰对阔叶红松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及其随恢复时间的变化规律；（２）明确采伐木断面积、保
留木断面积以及采伐强度与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关系，并进而确定适宜阔叶红松林的采伐强度。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吉林省蛟河林业实验区管理局，属长白山脉，处于张广才岭南侧、威虎岭北缘（４３°５７′—４３°
５８′Ｎ， １２７°４４′—１２７°４５′Ｅ）。 该地区气候类型为受季风影响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温为 ３．８℃，年均降水量

在 ７００—８００ｍｍ 之间，年均相对湿度为 ７１％；土壤类型以山地暗棕壤为主，土层厚度约在 ２０—１００ｃｍ 之间。 该

地区植被属于长白植物区系，地带性植被为原始阔叶红松林，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由于受到采伐干扰的影响，形
成了大面积的次生阔叶红松林，其主要树种包括：红松（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紫椴（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春榆（Ｕｌｍ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蒙古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水曲柳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 和胡桃楸 （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等［２１］。
１．２　 样地设置与功能性状采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为探讨不同强度采伐干扰对阔叶红松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在林分条件相

对一致的近成熟阔叶红松林内建立了四块面积为 １ｈｍ２（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的固定监测样地。 四块样地呈“田”字
形分布，相互距离为 １００ｍ。 参照美国史密森尼研究所热带森林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有关大面积固定样地的统一建设规范，将四块样地分别划分为 ２５ 个 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

方，调查并记录样方内所有胸径超过 １ｃｍ 的木本植物的物种名称、胸径、树高、冠幅和相对位置坐标，并挂牌

标记以便进行长期监测［２１］。 四块样地内树木的平均胸径为 １４．７ｃｍ，平均树高为 ９．８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对四块样地进行不同强度的采伐作业。 采伐开始前，基于植被

调查数据，按照间密留匀、留优去劣的原则确定保留木和采伐木，同时优先保留林分中的保护树种及珍稀物

种。 四块样地的设计采伐强度分别为：未采伐（对照）、采伐 １５％胸高断面积（轻度采伐）、采伐 ３０％胸高断面

积（中度采伐）以及采伐 ５０％胸高断面积（重度采伐）。 为监测采伐后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恢复情况，
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７—８ 月份对四块样地内所有胸径超过 １ｃｍ 的木本植物进行了复测。

本研究采集并测量了与植物生长以及生态系统过程密切相关的四种功能性状，包括：比叶重（ ｌｅａｆ ｍａｓｓ
ｐｅｒ ａｒｅａ， ＬＭＡ）、叶氮含量（ ｌｅａ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Ｎ）、木质密度（ｗｏｏ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Ｄ）和最大树高（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ｍａｘ）。 比叶重和叶氮含量均属叶经济型谱，分别反映了植物获取单位面积光照所进行的投资和最大光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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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木质密度反映了植物的生长⁃存活权衡策略；最大树高则反映了植物在群落中的光学生态位以及光竞争能

力［２４—２５］。 叶片和树芯的采样参照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 等［２４］以及 Ｐｅｒｅｚ⁃Ｈａｒｇｕｉｎｄｅｇｕｙ 等［２５］ 制定的标准执行：根据样地

调查名录，每个树种在样地外毗邻区域选取 ５—１０ 株树干通直、生长良好的成年个体利用高枝剪采集叶片、利
用生长锥采集树芯。 使用元素分析仪（ＰＥ２４００ ＩＩ，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测定叶氮含量，通过测量叶面积与叶干重之

比计算比叶重，通过测量树芯干重与鲜体积之比计算木质密度。 根据 ２０１１ 年样地调查数据确定最大树高，以
样地内每个树种最高的前 ５％的个体的平均值作为最大树高［２５］。
１．３　 多样性计算与数据分析

以 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方为基本单元，分别计算样方的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 其中，谱系多样性采用

Ｆａｉｔｈ 谱系多样性（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Ｄ）指数计算获得［１０］。 Ｆａｉｔｈ 谱系多样性描述了群落内所有物种进

化差异的总和，其具体计算方法为：首先以被子植物分类系统（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Ｇｒｏｕｐ ＩＩＩ， ＡＰＧ ＩＩＩ）为骨

架构建包含样地内全部物种的系统发育树，然后通过枝长调整算法确定反映物种间进化距离的分支长度，样
方内所有物种分支长度的总和即为谱系多样性。 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ＰＤ ＝ ∑
Ｎ

ｉ ＝ １
ｌｉ

式中，Ｎ 表示样方内的物种个数，ｌｉ表示系统发育树中物种 ｉ 的进化分支长度。 基于上述四种功能性状，采用

功能丰富度（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ＦＲｉｃ）和功能性状的群落加权平均值（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ＣＷＭ）两种

指数共同表征样方的功能多样性。 其中，功能丰富度度反映了群落内物种及其性状所占据的生态位空间的大

小，其计算原理为：首先通过具有性状极值的物种确定空间端点，然后将其连接生成最小性状空间，该性状空

间的体积即为功能丰富度［１２］。 群落加权平均值则反映了群落水平上以生物量为权重的功能性状的组成优

势，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ＣＷＭｔ ＝ ∑
Ｎ

ｉ ＝ １
ｔｉ × ｗ ｉ

式中，为性状 ｔ 的群落加权平均值，Ｎ 为群落内的物种个数，ｔｉ为物种 ｉ 的性状值，ｗ ｉ为物种 ｉ 在样方内的权重，
通常以生物量表示［１１］。 生物量则通过树木异速生长方程，基于胸径计算获得［２６］。

基于采伐前后连续四次样地调查数据，探讨了采伐干扰对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比较了不同恢复时间、不同采伐处理下样地谱系多样性和功能丰富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然后采用单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评估了不同采伐干扰指数与谱系多样性、功能丰富度以及功能性状群落加权平

均值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分段回归模型确定采伐干扰的拐点。 所有计算与分析均基于 Ｒ ４．２．２ 软件实现，其中

功能多样性的计算调用了“ＦＤ”程序包［１２］，谱系多样性的计算调用了“ｐｉｃａｎｔｅ”程序包［２７］，分段回归模型构建

调用了“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程序包［２８］。

２　 结果

２．１　 采伐干扰对谱系多样性的影响

基于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的研究结果显示：在采伐前（２０１１ 年），四块样地的谱系多样性均无显著

差异；在采伐 ２ａ 后（２０１３ 年），中度采伐和重度采伐样地的谱系多样性显著低于对照样地，而轻度采伐样地的

谱系多样性与对照样地无显著差异；在采伐后 ４—７ａ（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随着群落恢复，中度采伐样地的谱

系多样性与对照样地间的差异不再显著，但重度采伐样地与对照样地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图 １）。
基于单变量线性回归的拟合结果显示：在采伐后 ２—７ａ，谱系多样性与保留木断面积呈显著的正关系，即

谱系多样性随保留木断面积的增加而增加；而与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呈显著的负关系，即谱系多样性随

采伐木断面积以及采伐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图 ２）。
分段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当保留木断面积在 １８ｍ２ ／ ｈｍ２附近时，其与谱系多样性的关系出现显著拐

点，即当保留木断面积低于 １８ｍ２ ／ ｈｍ２时，谱系多样性随保留木断面积的升高而快速升高；而当保留木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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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时间段对照及采伐处理下谱系多样性差异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箱线图中字母相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图 ２　 基于线性回归的采伐干扰与谱系多样性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大于 １８ｍ２ ／ ｈｍ２时，尽管谱系多样性仍随保留木断面积的升高而升高，但其增长速率（即斜率）要显著低于前

一阶段（图 ３）。 以上结果表明采伐后森林所达到的密度状态是影响谱系多样性恢复的关键。 而谱系多样性

与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拐点。
２．２　 采伐干扰对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就功能丰富度而言，基于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采伐前（２０１１ 年），四块样地的功能丰

富度均显著差异；在采伐后 ２—４ａ（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５ 年），轻度和中度采伐样地的谱系多样性与对照样地无显著差

异，重度采伐样地的谱系多样性显著低于对照样地和轻度采伐样地，但与中度采伐样地则并无显著差异；在采

伐后 ７ａ（２０１８ 年），重度采伐样地与中度采伐样地的谱系多样性差异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图 ４）。
基于单变量线性回归的拟合结果显示：与谱系多样性相似，在采伐后各个时期，功能丰富度与保留木断面

积呈显著的正关系；而与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呈显著的负关系（图 ５）。 基于分段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显

示：与谱系多样性不同，功能丰富度与保留木断面积、采伐木断面积以及采伐强度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阈值。
就功能性状的群落加权平均值而言，比叶重（ＣＷＭ．ＬＭＡ）在伐后各个时期，均与保留木断面积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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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分段回归的保留木断面积与谱系多样性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图 ４　 不同时间段对照及采伐处理下功能丰富度差异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箱线图中字母相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图 ５　 基于线性回归的采伐干扰与功能丰富度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正关系，而与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无显著关系。 叶氮含量（ＣＷＭ．ＬＮ）在伐后 ２—４ａ，与保留木断面积呈

显著的正关系，但在伐后 ７ａ 与保留木断面积关系不再显著；叶氮含量在伐后各个时期，均与采伐木断面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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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伐强度无关。 木质密度（ＣＷＭ．ＷＤ）在采伐后各个时期，均与保留木断面积呈显著的负关系；在伐后 ７ａ，与
采伐强度呈显著的正关系，而始终与采伐木断面积无关。 最大树高（ＣＷＭ．Ｈｍａｘ）仅在伐后 ７ａ 与保留木断面

积呈显著的正关系，而与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呈显著的负关系。 总体而言，保留木断面积对功能性状群

落加权平均值的影响要比采伐木断面积和采伐强度更加显著，表明采伐后森林所达到的密度状态是影响森林

生态恢复的关键（图 ６）。
分段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仅 ＣＷＭ．Ｈｍａｘ 与保留木断面积之间存在显著的拐点：当保留木断面积低

于 １３．７５ｍ２ ／ ｈｍ２时，ＣＷＭ．Ｈｍａｘ 随保留木断面积的升高而升高；而当保留木断面积高于 １３．７５ｍ２ ／ ｈｍ２时，ＣＷＭ．
Ｈｍａｘ 随保留木断面积的升高而降低（图 ７）。

３　 讨论

采伐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常见的干扰方式，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深刻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系

统功能［１３—１４，２９］。 探究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于森林生态修复与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

基于物种水平的研究显示，采伐显著降低了阔叶红松林中乔木层的物种均匀度和香浓多样性，并且减少程度

随采伐强度的增加而增加［２０］。 依托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采伐样地，同时结合植物的功能性状和谱系信息，量
化了不同强度的采伐干扰前后森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变化，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采伐干

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阔叶红松林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持。
研究发现，低强度的采伐干扰并不会对森林的谱系多样性和功能丰富度造成显著影响，而中、高强度的采

伐干扰则会显著降低谱系多样性或功能丰富度。 但随着群落恢复，在采伐 ４ａ 后，中度采伐样地与对照和轻度

采伐样地间的原本存在显著差异的谱系多样性变得不再显著；而在采伐 ７ａ 后，重度采伐样地与中度采伐样地

的功能多样性差异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尽管中、高强度的采伐干扰都显著降低了森林生物多

样性，但中等强度采伐造成的影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而高强度干扰造成的破坏在短时间内却难以恢复。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采伐可能引起群落的谱系或功能多样性的上升［１７，３０］。 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采伐强

度和采伐后恢复时间有关。 功能多样性反映了群落中物种的生活史与资源利用策略，是揭示群落对外界干扰

响应的关键指标，功能多样性已被证实对土地利用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波动有较高的敏感性［３１—３２］；而谱系多

样性则更多地依赖于物种的形成、扩散与更新等生态过程，因此谱系多样性的恢复往往更加缓慢［１９］。 基于加

拿大安大略西北部森林的研究发现，从重度采伐减缓到轻度采伐，功能多样性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其变化规律符合中度干扰假说［３３］，推测采伐后短期内，林下光照和通风条件得以改善，导致温度和风速升

高，一方面有利于喜光物种（先锋种）的生长和更新，而另一方面，由于部分物种（尤其是稀有种）对环境变化

非常敏感，容易产生较高的死亡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多样性会最终恢复到采伐前的水平。 因此，采伐

后生物多样性的既可能升高也可能降低，其实际变化规律应结合采伐强度具体分析［１６，３４—３５］。 基于分段回归

的拟合结果显示，当保留木断面积为 １８ｍ２ ／ ｈｍ２时，其对谱系多样性的影响存在一个明显的拐点，因此为保证

采伐后谱系多样性的迅速恢复，针对该区域阔叶红松林的采伐作业，应将保留木断面积控制在 １８ｍ２ ／ ｈｍ２

附近。
功能性状的群落加权平均值反映了群落水平上以生物量为权重的功能性状的组成优势，提供了与功能丰

富度互补的信息。 由于不同功能性状反映了不同的生态学过程，因此其对采伐干扰的响应往往并不一致。 研

究结果显示，随着采伐强度的增加，木质密度的群落加权平均值上升而最大树高的群落加权平均值下降。 拥

有较低木质密度以及较高最大树高的物种往往具有快速生长的特点，其竞争能力强但抗逆性差，有利于在森

林演替初期快速占领生态位空间；而木质密度较高的物种往往呈现出慢速生长特征，其生存策略更加保守，有
利于抵御恶劣环境［３６—３７］。 研究结果表明采伐提高了群落中保守型性状的组成比例。 Ｃｕｒｚｏｎ 等［３０］ 对美国东

北部森林的研究发现，采伐后群落中保守型性状（如耐阴性）的群落加权平均值显著升高；路兴慧等［３８］ 对海

南岛热带次生林的研究显示，采伐后比叶面积（与比叶重互为倒数）、叶氮含量的群落加权平均值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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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基于线性回归的采伐干扰与性状群落加权平均值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而木质密度的群落加权平均值显著升高。 上述两项研究的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反映了采伐后群落的

功能组成从开放型转向保守型，表明采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次生林“演替”。 此外，研究发现相较于采伐

强度和采伐木断面积，保留木断面积与性状群落加权平均值的关系更加紧密，表明采伐后森林所保留的林分

密度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应在森林经营管理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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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基于分段回归的保留木断面积与最大树高群落加权平均值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　 结论

阐明生物多样性对采伐干扰对响应机制，是揭示森林退化机制的必要前提。 研究结果显示：中、高强度的

采伐干扰显著降低了森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且高强度干扰条件下森林多样性的恢复要更加困难；
采伐不仅影响功能性状多样性还影响功能性状的组成：采伐干扰提高了木质密度的群落加权平均值，而降低

了最大树高的群落加权平均值，使群落功能组成更趋向于保守。 综上所述，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为评价

采伐干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对采伐干扰的响应，为东北地

区阔叶红松林生态修复与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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